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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兴起，电商、

兼职文案、网约车、电子竞技师、快递、外卖等各种新型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不仅成为就业增

长的重要渠道、“稳就业”的重要发力点之一，而且还将积极作用于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正

因为如此，新就业形态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连续多次出现在

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苏省围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

新就业形态在新增就业、吸纳传统产业溢出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新就业形态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进一步激发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潜能变得越来越迫切。

新就业形态及其特征

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管理部门对新就业形态都缺乏统一的界定。综合学者们的讨论，我们认为，

所谓新就业形态指的是：在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发展的推动下，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互联网平台

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去雇主化特征的就业形态。

新就业形态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其一是雇佣关系的非确定性或曰灵活化。平台企业与借助平台实现

就业的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并不普遍（若平台企业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就表现出传统

的雇佣关系特征）。较为常见的现象是平台与劳动者通常就特定事项建立临时性、松散的合作关系，并且

存在劳动者同时与多个平台建立合作关系的情形。其二是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的非确定性及工作方式的弹

性化。其三是劳动报酬的非工资化。与有着明确雇佣关系的劳动者领取相对固定的工资和福利所不同的是，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由其提供的服务所决定，而其所能提供的服务除了受自身技能和劳动时

间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平台及其受众等因素的影响。其四是劳动者的个体化、分散化。在传统的就业形态

中存在明确的雇佣关系，劳动者通常被组织到特定的用工单位之中，而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的非组织化

特征明显，劳动者通常以个体化、分散化的方式进行劳动。其五是从业人员的多元化。新就业形态既有受

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高技能人才，也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此外雇佣关系的灵活化、工作方式的弹

性化，以及利用互联网进行就业或创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90后新生代劳动者。

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当前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在吸纳就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国家信息

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2019》显示，2018 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

7.6亿人，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 7500万人，平台员工数为 598万人。《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就业机会测算

与平台就业体系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阿里巴巴零售平台总体上为我国创造了 4082 万个就业机会，

比上年的 3083万个增长 32.4%。其中包括 1558万个交易型就业机会、2524万个带动型就业机会。《滴滴

平台就业体系与就业数量测算报告》显示，2018 年滴滴出行平台在国内共带动 1826 万个就业机会，其中

包括网约车、代驾等直接就业机会 1194.3 万个，还间接带动了汽车生产、销售、加油及维保等就业机会

631.7 万个。值得注意的是，新就业形态在吸纳传统行业分流出的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吸纳了

许多行将被市场淘汰行业和过剩产能群体的从产人员。

正视新就业形态存在的问题



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新就业形态雇佣关系的非确定性、

劳动者的个体化和分散化、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方式的弹性化等特征也使得新就业形态在发展过

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其一，劳动关系与劳动者法律地位方面。新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形态，使得现行劳动法律

法规对劳动关系界定的适用性大大下降。以平台经济为例，除了平台运行维护人员之外，多数劳动者与平

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的劳动关系。此外，劳动者同时对接多个平台、借助平台开展具有自雇性质的

工作等形式都有存在，这些都增加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法律地位认定的难度。

其二，劳动者的权益维护方面。由于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和劳动者法律认定的复杂性，劳动者的权益维

护存在众多障碍。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劳动者与消费者（或服务对象）之间的纠纷

或争议如何避免和化解？2.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如何保护？3.如何避免超时工作对劳动者或社会带来的消极

影响？4、如何保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其中引发广泛关注的是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劳动法》和现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所针对的主要

是传统雇佣关系下的劳动者；而各地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规定一方面险种有限，另一方面对参保人员

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如户籍限制等），再一方面是个体参保负担重，因此不仅不能完全适用新就业形态

从业人员，而且推行的阻力较大。

其三，劳动监管方面。与新就业形态相关的劳动监管不仅由于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劳动者法律地位认

定的特殊性而变得复杂，而且由于劳务和商品供给方式的多样性和分散性导致监管难度大大增加。近年来

与新就业形态相关的信息安全问题、网络诈骗、网络“杀熟”、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时有出现，这些都

意味着相关监管工作已经超出单纯劳动监管的范畴。

其四，就业服务方面。现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主要针对的是传统就业模式。目前各地除了鼓励各种电

商平台建设、培养新就业形态载体，以及对部分劳动者进行电商和相关信息技术培训之外，针对新就业形

态从业人员或拟进入新就业形态的从业人员的公共就业服务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之外，由于新就业形态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还有些新的问题也开始需要正

视。譬如，部分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劳动供给过程中还伴随着生产资料的投入（如资金、运输工具、网

络设备等），他们的劳动过程中还存在着资金或生产资料投入风险。从业人员法律身份的不确定性，特别

是当他们不从属特定的法人时，劳动和服务供给过程中个体风险责任大大增加。此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

员内部的收入分化现象也非常突出，既有高收入者，也有工作相当不稳定的低收入者。

以制度创新促进新就业形态潜能进一步释放

新就业形态作为新技术和新业态发展的产物，在吸纳就业、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于越来越

凸显。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劳动就业工作也不例外，近年来我省城镇新增就业一直处

于全国领先地位。我省重视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工作中的作用，新就业形态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省就业

增长的重要渠道。

如前文所述，由于相适配的制度和规范的缺乏，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当前全国普遍

面临的问题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的倡导有余，但规范不足，并且对新就业形态进行规范和引导的依据大多

来自以往针对传统就业模式的制度和规范。为进一步释放新就业形态的潜能，发挥发达地区引领作用，江

苏应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新形态就业展开深入研究，率先进行制度创新，以消除阻碍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因



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传统的就业模式，新就业形态无论是从劳动关系、劳动者的法律身份，还

是劳动供给的具体形式上，均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相应的制度创新工作已不再局限于劳动就业部门，

而应该是发改、工商、税务、公安、劳动就业等众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和探索。建立并完善与新就业形态相

匹配的制度规范体系，特别是与之相关的用工和权益保障制度，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政府多部门整合的新就

业形态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成为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和潜能进一步释放的关键因素。


